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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劳动经济学前沿论坛”由《经济研究》编辑部联合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暨南大

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南财经大学共同发起。 第三届中国劳动经济学前沿论

坛由北京师范大学承办，于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２５ 日在北京师范大学京师学堂隆重举行。 上午的开幕式

由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经济系主任罗楚亮教授主持。 开幕式上，北京师范大学经济

与工商管理学院党委书记孙志军教授、《经济研究》编辑部主任刘霞辉研究员代表主办单位先后为

本届论坛致欢迎辞。 来自加州大学伊里文分校的 Ｄａｖｉｄ Ｎｅｕｍａｒｋ 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

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张车伟研究员以及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李实教授先后做主题

报告。
加州大学伊里文分校 Ｄａｖｉｄ Ｎｅｕｍａｒｋ 教授的报告主题为“收入所得税抵免对女性工资的长期

影响”。 Ｎｅｕｍａｒｋ 教授提出探究在长期内实现经济自给自足的政策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相较

于最低工资和福利政策，所得税抵免（ＥＩＴＣ）在长期内可能是更积极的一项政策。 通过分析已有相

关研究发现，ＥＩＴＣ 在短期内会影响女性就业，但目前学界对 ＥＩＴＣ 的长期效应缺乏讨论。 采用微观

个体层面的数据发现，ＥＩＴＣ 长期内会增加未婚低技能妈妈的就业、工作时间和工资水平，但对于拥

有较小年龄孩子的已婚妈妈来说，ＥＩＴＣ 可能会减少就业投入和工资水平。 ＥＩＴＣ 短期内不仅会通

过吸引女性就业以积累相关经验和工作技能，也会增加寻找更高回报的工作岗位的时间投入，这在

长期内将会反映在收入水平上。 Ｎｅｕｍａｒｋ 教授指出这项政策相较于最低工资或福利补贴政策可能

具有更深远的意义，这一反贫困政策具备有益的长期效应。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张车伟研究员的报告主题为“关于发展我国大健

康产业的思考”。 张车伟研究员认为现阶段关于大健康产业的研究还没有形成系统的框架体系。
伴随着服务业供给不足和制造业供给过剩，人口老龄化、消费需求升级、人民健康需要以及经济转

型升级增加了对养老和医疗的需求，这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大部分人对大健康的认识可

能有待纠正，大健康产业不仅仅是健康产业和服务行业，其从本质上具有产业性质，但由于存在较

强的正外部性而需要借助政府力量发挥公益性和产业性的融合。 张车伟研究员通过从需求侧和供

给侧分别测算大健康产业规模的发展，发现产业规模尽管呈上升的趋势，但整体占比仍较小。 推动

大健康产业的发展需要深化组织改革、完善健康保障体制、加强医药技术创新、加强资金支持、集聚

健康专业人才以及培育健康经济新业态。 真正落实并实现惠及广大人民的大健康产业政策，不仅

需要相关政府部门的支持，更需要产业内体系的建立和和产业间交叉影响的协同发展机制。
北京师范大学李实教授的报告主题为“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主要特征”。 李实教授指出中

国劳动力市场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进而到一体化的过程。 城镇劳动力市场在发育的过程中

逐渐形成了政府在放松和管制下的两个市场，即以农民工为主体的自发市场（ＬＭ１）和受政府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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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有城市户籍劳动力构成的市场（ＬＭ２）。 过去二十年间，两个劳动力市场发生了不同的演进过

程，ＬＭ１ 市场发生了规模逐渐增加、运行机制由扁平转向分层但流动性由高转向中等的变化，与此

同时 ＬＭ２ 市场的规模逐渐降低、运行机制由相对封闭转向逐渐开放但流动性由低转向高技能劳动

者上升、低技能劳动者下降的异质性变化。 自发劳动力市场主要是由于劳动力流动和城镇失业工

人带动的，但同时也面临由于制度因素导致的劳动力市场分割。 报告进一步提出中国劳动力市场

存在制度和自然分割、全面和部分分割，并采用中国居民收入调查数据（ＣＨＩＰＳ）和中国家庭追踪调

查数据（ＣＦＰＳ）分析发现劳动力市场中制度因素的分割作用逐渐减弱，自由市场正在向更规范的道

路上发展。
除了上述的主题报告外，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

学、上海财经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及北京师范大学等全国 ２０ 多所科研机构和国内外知名高校的

２００ 余名专家学者参与了分论坛的研讨。 本次论坛共收到投稿论文 １４０ 余篇，经过专家评审，最终

入选 ４８ 篇论文进行研讨，分为多个平行论坛，涵盖教育、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本、收入分配、社会保

障与扶贫等研究主题。

一、 人力资本及其回报

人力资本是劳动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问题，是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不仅与劳动者的收入密切相

关，更决定了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 人们不仅关注人力资本的回报特征，也越来越注重从经济学的

视角来理解人力资本的形成过程。
在人力资本形成过程中，早期儿童的人力资本积累对后期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暨南大学王

春超等通过在湖北和湖南地区小学生中实施的田野实验，通过学习成绩和大五人格测试衡量的

认知和非认知能力研究两种能力的因果关系，发现儿童期初的非认知能力对其不同阶段认知能

力有显著影响，对较长期认知能力的影响程度更大，影响机制在于期初外倾性主要通过课外交

互提高非留守儿童的短期认知能力，严谨性通过个体上课集中程度提升留守儿童的长期认知能

力。
教育是人力资本的重要表现形式，家庭养育方式和学校行为都对教育成效 （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具有重要影响。 北京师范大学杨娟等认为家庭教育方式会影响子女学业成绩，采用中

国教育追踪调查（ＣＥＰＳ）数据研究发现宽容型的父母拥有更高的社会地位，权威型和专制型对子女

成绩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对成绩处于劣势的子女有更大的作用，其中间机制在于提升了子女对自

我学业的期望。 西北大学梁书源等采用 ２０１６ 年 ＣＦＰＳ 数据研究了劳动合同法与对子女教育期望

的关系，结果发现签订劳动合同法会显著提高对子女的教育期望，这一影响主要是通过预期效应发

挥作用的，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父母进行教育储蓄、仅父亲签订劳动合同才会发挥作用。 北京师范

大学朱敏等使用 ＣＥＰＳ 数据发现学生在班级较高的相对排名会显著促进学习成绩、提高受教育年限

的期望并较少感到“抑郁”和“悲伤”，这一影响主要通过提高学生的自信心和增加教师的关注程度起

作用，而男性比女性更容易受到相对排名的影响。 复旦大学宋弘等使用中国大学生调查（ＣＣＳＳ）数据

研究了如何鼓励 ＳＴＥＭ 专业（指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专业）的学生在 ＳＴＥＭ 领域的行业就业，发现

通过参与旨在提供 ＳＴＥＭ 相关职业发展信息的科学培训项目可以有效地增加 ＳＴＥＭ 专业学生在该专

业领域就业，影响机制在于增加了学生对 ＳＴＥＭ 学科的兴趣，而培训对于男性效果更好。
留守儿童是我国经济转型、城镇化过程中的一个特殊现象。 上海财经大学陈媛媛等发现 ２０１４

年以后特大城市的流动人口子女留守概率相对于其他城市有所提高，更多的出现在低技能家庭和

中小学阶段，主要是受义务教育入学门槛提高所致，同时也发现这部分留守儿童长大后选择进入父

母务工地的劳动力市场就业概率更高。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张丹丹发现童年时期父母关爱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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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会增加农民工群体成年后的犯罪倾向，父亲或母亲外出打工会导致子女价值观教育缺失，父母离

婚会导致子女性格缺陷，父亲和母亲关爱缺失分别会影响孩子犯罪活动和减少受教育程度，这也是

解释留守儿童的犯罪率更高的一个强有力的原因。 这些发现无疑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妥善解决

留守儿童的教育教养问题，对于我国社会经济的长期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一些外在的宏观冲击也可能影响到人力资本形成过程。 浙江大学张之的等使用气象数据配合人口

普查和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研究了长期水旱灾害对区域人力资本存量的影响，发现人力资本存量随着长

期自然灾害发生频率的增加而增长，这主要是由于土地、房屋等不动产在自然灾害中的不稳定性导致人

力资本价值相对增加，因此频发灾害地区的农民会增加投资类似于人力资本的可移动性资本。
就教育的回报特征而言，来自上海财经大学的孙培伦等研究了技能需求、精英高校偏好对员工

工资以及公司绩效的影响。 作者通过应届生求职网近 ５ 年来的全部招聘简章，采用文本分析构造

能力变量进行分析，发现对任职技能和软技能要求更高的公司更偏好于精英学校的学生，并愿意为

好学生支付工资溢价。 但好学生不等于好员工，因为没有发现他们具有更强的能够通过降低离职

率增加公司绩效的“坚韧性”特质。 来自浙江财经大学的郑燕巧等通过匹配求职和招聘数据，研究

了中国高等教育的过量投入和收入之间的关系，采用 ＯＬＳ 和 ＰＳＭ 分析发现现阶段我国过度教育比

例超过一半，且女性过度教育程度更深但收入惩罚程度更低，而非一线城市和非新兴行业过度教育

程度较深且收入惩罚效应明显。 从宏观层面看，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梁辉等在地级市层面发现城市

的人力资本存量始终是城市劳动者收入的真正来源，而城市产业的专业化和多样化程度对收入的

影响随城市规模扩大由负向转为正向，但劳动力市场厚度对收入的影响随城市规模扩大先由负向

转为正向再变回负向，文章的结论对于城市规模发展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城市发展不能仅考虑大规

模下的“诟病”问题，也要注意城市规模对人力资本外部性和工资的重要影响。

二、 劳动力市场

劳动力市场是劳动经济学研究的核心。 无论是劳动就业、劳动力流动，还是技术进步，都发生

在劳动力市场上，也受制于劳动力市场的结构特征。 作为一个转型经济体，劳动力市场的调节机制

一直备受关注。 中国人民大学孙文凯等通过构建地级市层面的劳动力市场化指数，发现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６ 年间，全国、省、地级市劳动力市场的市场化程度基本表现上升趋势，但北上广深等规模较大、
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的城市上升缓慢，这主要是由于户籍开放度提高以及国有企业从业人数减少推

动劳动力数量配置效率提高所致。
从就业来看，北京师范大学李震等研究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的地区就业分配效应，发现贸易政

策不确定性的降低整体上促进了就业，推动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到非农、可贸易以及服务业部门，
并改善了地区就业环境，主要机制在于地区企业进入和对劳动力需求增加带来的“就业创造效应”
和不同就业部门间存在的“就业溢出效应”。 北京师范大学万海远指出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具有较

强的正外部性，不仅能增加就业容量，还会改善就业结构并提高创业概率，城市中心地区、交通环保

类基础设施的创业带动作用尤为明显，这可能是由于基础设施投资在便利居民生活的同时，增加了

人们对创业的乐观预期，降低了创业门槛。
在劳动力流动方面，中国人民大学韩军等研究了语言文化因素对迁移的影响，发现迁入地方言多

样性显著促进了劳动力流入，尤其在官话区和北方地区，这可能是方言复杂性高的地区抑制了方言多

样性的拉力；迁入地方言与普通话的距离将显著抑制劳动力的流入，这一影响仍旧在官话区和北方地

区作用更强。 中央财经大学孙伟增等使用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发现房租成本增加会显著增加流动

人口的住房消费以及总消费，同时挤出了非住房消费，降低了社会融入度，加剧了本地居民和流动人

口之间的居住分割。 Ｖｉｒｇｉｎｉａ 理工大学金姗等采用人口普查数据发现移民会获得比当地工人更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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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目的地和原籍地之间工资差异以及移民成本会影响移民和当地人的工资差距，尤其是乡城流动

人口，移民的外溢效应会随着地区间工资差异的缩小变得更强，教育会增加这一提升效果。
环境规制对劳动力流动也有重要作用。 复旦大学刘朝良等通过空间一般均衡模型和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年的两次普查数据，从理论和经验两方面发现提高环境规制强度可以通过降低污染部门的就

业份额来改善环境质量，增加高技能人才的流入，从而形成城市发展和人才流入的良性互动，有助

于城市高质量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沈煜通过匹配 ＣＬＤＳ 数据和地级市空气质量监测数据，从理论和

经验两方面研究发现城市的空气污染浓度和人口流入呈现倒 Ｕ 型关系，这是因为污染加剧会通过减

少工作时间，增加健康支出降低劳动者的效用，异质性分析发现过度的污染对青壮年、非农户口和受

教育水平高的人群抑制作用更大，劳动者对东部地区、超大和特大城市的空气污染更敏感。
劳动力流入并没有对流入地产生就业替代效应。 暨南大学梁文泉等研究了移民的就业乘数，

发现每个外来移民，会在目的地城市产生 １ ４１１ 个就业岗位，其中 ０ ４５８ 个岗位属于本地居民，高、
低技能移民的就业乘数都大于 １，而移民目的地城市的户籍会通过提高移民储蓄和汇款显著降低

移民的就业乘数。 促进劳动力流动，会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复旦大学王丽莉等通过

构建多部门 Ｒｏｙ 模型，发现农村居民在劳动力市场中面临的歧视和人力资本壁垒有所降低，且劳动

力资源再配置和农村居民人力资本的上升增加了中国经济的增长，而户籍歧视的减弱可以解释人

均 ＧＤＰ 增长的 １２ ５％ ，但分行业发现高技术产业仍存在较高的就业歧视和壁垒。
在发育不甚完善的劳动力市场中，搜寻对于匹配过程将具有重要意义。 西北大学孔军运用生

存模型和北京和山东地区高校毕业生的数据发现，高校类型、专业和性别对毕业生工作搜寻有显著

影响，但影响程度不同，且存在地区差异，男性就业普遍要快于女性就业，经管、工学专业就业率较

高，学院毕业生就业最慢。 华东师范大学何超等采用了多市场同步搜寻（ＭＭＳＳ）模型解释金融危

机对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发现搜寻努力程度呈现反周期和失业率未下降的原因是企业创造的

职位下降的足够多和工人搜寻程度上升并存。 北京师范大学邢春冰等研究了大学地理位置对毕业

工作地址选择的影响作用，发现高校毕业生更倾向于留在大学所在地且避免在住房成本高的地区

寻找工作，同时发现大学期间实习经历是毕业生留下的重要因素。 在劳动力市场匹配上，北京师范

大学刘盼等在匹配函数的基础上利用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求职招聘信息实证估计了不同地区劳动

力市场匹配效率，发现经济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匹配效率较低，改善这些地区劳动力市场匹配效率具

有明显的就业效应、产出效应和收入效应。
技术进步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已经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 一般而言，技术进步对不同人群

的惠及程度并不相同。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的屈小博等采用雇主雇员匹配

数据研究发现，机器人及智能设备的应用有利于制造业企业劳动者工资的提高，但由于增加了对技

能劳动者的相对需求以及技能劳动者在这一过程中工资提升更快，加剧了工资不平等。 与之相类

似的研究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葛鹏等，从就业和工资双重角度评估了 ２００９—２０１６ 年期间工业机

器人对地市层面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发现机器人的使用整体上会提升工资水平但会对就业产生替

代作用，其中在降低制造业就业的同时也增加了服务业的就业，但工业企业产值的增加和生产性服

务业就业的扩大会缓解机器人对制造业就业的冲击。

三、 人口政策、人口结构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我国人口结构发生了急剧变化，人口政策于近年来也发生了相应调整，这将对劳动力市场产生

怎样的影响？ 与会学者也充分讨论了相关议题。
鉴于生育率下降，一些研究者讨论了女性生育的影响因素。 中央财经大学刘宏等使用 ＣＦＰＳ

数据研究住房财产和女性生育率的关系发现，住房财产每增加 １０ 万元会降低女性房屋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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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８％的生育率，这一影响更多的体现在了更高家庭收入、更高教育、独生的城镇女性上，机制在于

生活成本效应和养儿防老效应，意味着房价不断攀升对于生育率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 西南财

经大学赵国昌等讨论了教育对女性生育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相对于高中毕业生，女性每多接受 １
年高等教育，平均初育年龄会增加 １ ８ 年，这一上升主要体现在初婚推迟上，且这一影响在城镇女

性中更为明显，对东部地区的影响大于中西部地区；接受高等教育并不会减少女性的生育数量。
劳动力市场性别歧视依然存在，并可能因人口政策转变而强化。 中山大学刘毓芸等研究了性

别差异在就业市场上的表现，采用公开招聘自然实验“非你莫属”数据，发现女性相对于男性更容

易获得工作机会；但二孩政策后，２１—４０ 岁的育龄期女性相对于男性获得的工作机会有所下降，这
一下降不仅发生在政策实施当期，还发生在官方表述中对全面二孩政策的态度有所松动的时点、政
策宣布的时点以及第一拨的孩子出生的时点，意味着生育导致的女性歧视依然存在。 中央财经大

学刘靖等基于 ＵＨＳ 数据研究了基于性别和身份的退休年龄政策对退休前工资和性别工资差距的

影响，发现女干部和女工人退休年龄差异 ５ 岁带来了 ３０ 岁其他特征相同的女工人在 ４５—４９ 岁时

工资减少 １５ ４％的影响，性别间的退休年龄差异存在加剧了性别工资差距，影响渠道是通过减少

劳动参与、更少的职业晋升、工作变动机会发挥作用。
性别结构失衡是一个重要的人口结构问题。 中央财经大学陶美娟等采用 ２０１３ 年 ＣＨＡＲＬＳ 和

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发现性别比例失衡会显著增加彩礼，但对传统婚嫁习俗的嫁妆没有影响，
这一引致作用仅发生在农村地区，从夫居文化会增加性别比失衡对彩礼的边际影响，而父母的彩礼

支出会得到子女相应的物质和精神回报。
老龄化加剧是另一个重要的人口结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刘学良等研究了新增

劳动年龄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使用跨国面板数据发现 １５—１９ 岁新增劳动年龄人口对经济增长

的解释作用要远高于 １９—６４ 岁的劳动年龄人口，而人口红利并非通过人力资本途径促进经济增

长，人口红利的现象主要体现在社会较为稳定的东亚、大洋洲、欧洲、北美和中亚的国家。 中国工商

银行邱牧远等基于延迟退休这一视角研究了老龄化的红利，将个体代际内的人力资本积累机制嵌

入到世代交叠模型，发现采用延迟退休会通过延长工作时间积累额外的人力资本，长期内有助于提

高产出，短期内渐进式延迟退休对特定群体的福利损失更小，并指出延迟退休的政策要优于提高养

老金税率的政策。 西安交通大学张昭等构建了包含世代交叠的异质性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探讨了教

育和养老保险政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发现应当通过增加公共教育支出降低禀赋差异所致的代际

内不平等，通过养老金制度降低代际间不平等，将模型应用于养老保险缴费比例下降的政策时发现

政府部门在减贫、降低不平等和实现收入增长方面存在权衡。

四、 收入分配与贫困研究

随着中国收入不平等加剧，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收入差距及收入分配的相关问题。 合理配置

劳动力资源并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对我国形成健康有序的收入分配新格局有重要意义。 精准扶贫

政策的推行，也使得贫困问题继续成为研究的热点问题。
关于不平等的研究中，清华大学李冰冰等研究中国城镇居民就业结构的变迁和收入差距地关

系发现，中国总体收入差距增加的同时大学和高中间的收入差距在缩小，收入差距更多地来自于组

内差距，１９９２—２００９ 年的低技能劳动力就业有所下降但中技能劳动力就业大幅上升，背后的原因

分别是劳动力就业倾向变动和人群由高技能岗位转向低技能岗位。 浙江财经大学丁海燕则利用 ４
期 ＣＨＩＰ 数据研究了城镇居民消费不平等的长期变化及其原因，发现城镇消费差距与收入差距的

变化趋势基本一致，消费不平等的主要原因在于经济转型带来的收入不平等上升，消费差距的主要

来源是非必需品的消费，而教育和职业特征的差异对其贡献不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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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成本对收入份额有重要影响。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杜鹏程等从最低工资和贸易自由化双重

视角发现最低工资上涨和进口中间品关税的下降会显著抑制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这一影响主要是

通过企业间要素资源再配置效应实现的，若同时取消最低工资和贸易成本的变动，总量劳动收入份

额将提高 ３０ １％ 。
工资差距是收入分配中的重要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翁茜等使用实验数据探究了工资差异和工

作灵活性的关系，发现尽管可能得到相对更低的工资，应聘者更愿意选择工作地点灵活性较高的工

作，但利用真实招聘数据时这一偏好则不显著。 湖南大学黄振雄则从交通发展视角出发，利用地级

市数据和多重空间计量模型研究发现，交通发展通过货物流动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通过人口流动

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整体上仍缩小了收入差距，而财政刺激计划强化了这一作用的发挥，然而这

一影响在东部和西部城市呈负向作用，在中部呈正向作用。
收入流动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对收入差距公平与否的判断，也影响着长期的收入差距

走向。 针对收入流动性的问题，西北大学王霄等验证了人力资本对收入的正向影响以及家庭中父

代人力资本越高、出生在更高社会阶层会间接提高子女人力资本水平，进而提高子代收入，社会流

动性曲线呈 Ｕ 型，但教育不平等在长期会导致收入流动性的持续下降。 上海财经大学刘泉林等构

建了包含教育费用的教育代际流动的理论模型，结合 ２０００ 年人口普查、ＣＦＰＳ 和 ＵＨＳ 数据研究发

现高校收费改革和学生资助改革带来的教育成本上升导致教育代际流动性降低，这一影响在教育

成本更高的地区更为显著，影响机制在于父代的借贷约束渠道。 暨南大学郑筱婷等发现服务业扩

张会提高中等家庭子代收入等级提高的概率，第二产业扩张则会降低这一概率，而教育水平对于最

低和中等收入家庭有着重要的传导作用，这是因为中低端行业就业扩张创造的新就业机会提高了

教育的机会成本，这尤其会降低中低收入家庭子代受教育程度。
在扶贫政策效果评估上，中山大学黎泳康等采用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６ 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

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发现精准扶贫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改变对创业认知进而促进了贫困家庭创业，
主要体现在生存型创业，但仅增加资产总额而未影响经营净利润。 西南财经大学王貂等采用农村

固定观测点 １９８６—２０１１ 年数据研究发现，国家贫困县的设立有助于降低贫困地区的贫困率，鼓励

人力资本和信贷优惠的贫困县政策可以有效降低贫困县的贫困率，改善贫困县内部收入分配情况，增加

低收入家庭向上流动的机会，其主要受益对象是中低收入人群组，主要影响机制是鼓励外出务工。 北京

师范大学朱梦冰等使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ＣＨＩＰＳ）研究了不同社会群体的平均被剥夺程度，发现

１９８８—２０１３ 年基尼系数和平均被剥夺程度均有所增加，户口、地理位置以及人口结构对不平等及贫困有

较大的影响作用，受教育水平低的人群经历了更大的剥夺程度，因此提高教育可以减少相对贫困。
健康是人力资本的表现形式之一，既可能是收入差距的结果，也表现为收入差距的原因。 中南

财经政法大学周强等利用 ＣＨＮＳ 数据和多期 ＤＩＤ 模型考察了农村医疗改革对收入分配影响的长

期效应，发现农村医疗改革更多的惠及高收入群体，导致地区收入不平等程度加剧，这一改革具有

长期扩大收入再分配的水平效应，但不具有稳定增长的趋势效应，只有新医改以来才产生了济贫的

效果。 北京大学苏诺雅等利用 ＣＨＡＲＬＳ 数据试图解释健康冲击后的非医疗费用和总体消费水平

上升的原因，发现健康冲击会减少家户成员预期寿命并对即期消费有显著提升作用，但仅对年长家

户有长期提升作用，这主要是由于对寿命预期不同所致。
综上可见，第三届劳动经济学前沿论坛直面真实世界的热点问题，深入探究其内在机制，积极

探索相应的政策途径，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增强经济增长的普惠性，
提高人们群众从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获得感而努力做出具有创新性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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